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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觉悟与辛亥革命的成败

许 增 紘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 要:武昌首义后,各地民众同情、拥护、支持革命,不少官吏对朝廷亦反戈相向,清廷众叛亲离,民心

丧尽,瓦解之势成,革命于是迅速取得推翻清朝统治的胜利;而各地“独立”之主持者、参加者、拥护者,目标多

集中于反满复汉,对此次革命所奉之主义未必真理解,对民主、自由、平等、共和等鲜有正确认识,这就使革命

难以完全达到预期目的。总之,民众的政治倾向、觉悟水平与辛亥革命的成败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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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辛亥革命与民众问题,史学界在本世纪前的研究中虽然多有涉及,而专题探讨则是近十年内的

事,而且至今此类论著仍然不多。笔者拟从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时人记述以及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中搜

集相关资料,对此问题做些许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民众的政治倾向与辛亥革命的胜利

武昌首义成功之后不到50天,内地18个行省中有15个省(包括湖北)和两个重要城市(上海和重

庆)宣布脱离清朝的统治而独立(一些县、市的独立未计在内)。至次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爱新觉罗·溥仪“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
清朝之覆灭,何其快速! 如从同盟会成立之时算起,不过六年;若自武昌起义算,则仅仅四个月。革

命风潮迅猛发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得以实现,其原因甚多,而清朝人心丧尽,民众必欲

倒之而后快,是很重要的因素。回顾孙中山发动乙未广州起义失败时,国人无不目之为乱臣贼子,诅咒

谩骂之声不绝于耳。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廷之腐败无能愈益暴露,民众对其怨恨亦更加深,对推翻清朝

统治的革命则渐表同情。故庚子惠州之役败,有识之士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辛亥三·二九起义,
“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1]199。此

时,连曾经拥护清廷“新政”的立宪派也彻底失望,民众倒清的愿望更加强烈。故武昌义旗一举,清朝的

覆灭也就在指顾间了。可见,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的胜利,与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孙中山在总结颠覆

专制、创建共和那段历史时,对民众之政治倾向与革命胜利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他说:“吾志所

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
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1]207对此,梁启超在中华民国建立十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有颇为深刻的认

识。他说:“原来政治是民意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

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

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2]835这种“造成”政治的

“民意”,也就是民众的政治倾向,在辛亥革命中具体表现为民众对革命的拥护和对清朝统治的仇恨。
当时民众对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或起义之拥护———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民众对满清统治极度不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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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一种新的力量来改变现状———主要表现在下层群众、地方绅商,甚至士兵、警察,投向反抗清朝统治

之一方而与朝廷对立。在这种形势下,不少官吏(包括一些清廷的封疆大吏和高级将领),出于对时局的

分析和利害的权衡,也“弃暗投明”,站到了清廷的对立面。
辛亥前夕,民众对于揭露清朝腐败残忍、宣传反清革命的活动即予默认。当大声疾呼革命以推翻清

朝统治的《革命军》出版后,发行至百万册之多,就已反映了民众的态度。在长江上游的泸县,同盟会员

佘俊英得到《警世钟》、《革命军》后,在其家乡“日持书于城乡市间讲演,听者如堵”[3]。这种被清廷视为

“叛逆”的宣传,在泸县这个长江边上的水码头,竟然“听者如堵”,民众同情革命的政治倾向可见一斑。
四川保路运动被视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由“文明争路”发展而成的保路同志军起义,旬日之间,遍

及川省各州县,人数达数十万,已经表明民众对清廷愤愤之情;而对同志军与清廷官、兵的态度,更能说

明一般百姓的政治倾向。在川督赵尔丰致内阁电中称,民众见同志军“则助粮助饷,见(清)兵则视同仇

雠,甚至求水火而不与”[4]。也是在四川,自称“突起义军,俨然川中嚆矢”的江津,在闻知各处起义消息

后,当地士绅即运动盐防安定营官兵,准备起事。全体营兵一致同意,并赶造汉帜,遍插各铺户。与此同

时,县令吴良桐也接受士绅的敦劝,交出印信,于辛亥年九月三十日“竖旗城上,大书‘汉’字,又于高小学

校前壁大书四字曰‘蜀军分府’”。吴良桐交印后,成了这个蜀军分府的统领[5]247-249。江津士绅策动当地

驻军、官吏“反正”,完成了“光复”大业。
在湖北,武昌起义后,各地援军源源开赴首义之地。在抗击清军的进攻中,士兵英勇作战,民众积极

支持。此仅引述首义十日后黎元洪致萨镇冰信中的一小段,即可概见当时革命军的英勇奋战与民众支

持革命的情景。信中说:“即就昨日陆战而论,兵丁各自为战,虽无指挥,亦各奋勇突进。汉族同胞,徒手

助战,损坏铁轨者指不胜屈。甚有妇孺馈送面包、茶水入阵。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奋武。”[6]187

湖北之襄阳地区,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其“光复”,却未费一枪一弹。其所以如此,全赖当地民众

的拥护与支持。据《时报》报道,当闻知武昌起义之后,当地民众“引领翘首望民军之来,如望岁然”。在

临时组织的600余名义兵进攻襄阳城时,坚闭城中的五营清军并未抵抗,义兵遂攀援入城将城门打开。
“甫开,来军(指临时组织之义兵)尚未进城,而城内之白旗飞扬空中。城既下……‘襄阳万岁’、‘大汉民

国万岁’之欢声聒耳欲聋。是役也,自起义以迄事定,未费一兵,未折一矢,仅三日而谷城,而均州,而南

障、枣阳、宜城等州县均望风反正,可见灾运之当阳而人心之归汉矣。”[7]724-726

最早响应武昌而独立的湖南和陕西,民众和士兵也积极支持、参加革命。
据报道,湖南独立后,“各商民人等欢迎义师,每日鼓乐致送牛羊猪马者不下数十起。绅学各界人等前

往投效者,络绎不绝”[7]480。而在江苏的湖南人,为支持革命,组织“旅苏湘团联合协济会”,捐资编练军队,
准备北伐。报纸报道协济会成立时之盛况说:与会者四百余人,“先由发起人蒋君凤棠、易君著勋登坛演

说,略谓:本会宗旨,专为联合湘人筹集巨款,招练湘军数千人,编成敢死决死队,即行北伐,以定大局。一

时闻者无不鼓掌赞成,欢声雷动……当场由众同乡解囊捐助会费,立集数千元之谱”[7]542-543。陕西则由同

盟会组织的新军发起、防军支持而完成独立:“新军先哗变,防营应之,蜂拥入省垣,先劫藩库,次据军装局,
巡抚钱能训闻警即逃,其他官吏或逃或降,为满清殉难者甚鲜。商民安堵,并无骚扰。”[8]448

江苏经济发达,风气早开,是革命者积极活动的场所,也是革命者宣传的清朝在建国之初的暴

行———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发生的地区。因而在这一地区,民众对清朝统治者的仇恨十分强

烈,对革命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少清朝官吏、士兵、警察乃至旗营,无论其动机如何,也表示归顺革

命,表现出与革命者合作的态度。至于立宪派诸君附和革命则更不待言。
以苏州光复为例。据《民立报》、《时报》报道,辛亥九月十四日傍晚,有三个民军代表至苏州抚署求

见巡抚。程德全立刻请见,“谓诸君来意本抚院早已知悉,极愿共表同情”。苏州全体新军支持光复,防
营亦归顺民军。于是,十五日即下令城内外一律悬挂白旗。程德全被推为都督。新军、宪兵、巡警、巡防

营均手缠白布,各门城墙则高悬白旗,到上午十时,“如观前街、阊门街,以及道前街一带商店,类皆白旗

招展,有书‘新汉’、‘大汉’字样,或书‘光复’,至午后,则住户人家比比皆是。此已见清国人心已去,兵不

血刃而自解也”[7]332-333,339。苏州光复后,民众又投入支援革命军的工作。以卜明慧医士为会长的“苏州

妇女协助受伤军士衣服会”在辛亥九月三十日成立。该会为受伤之革命军士捐助、购置手套、围巾、马甲



等,三日内会员即增至一百余人[7]523-524。
江苏镇江乃南京门户,是江南军事重镇。当革命浪潮席卷江南之际,这些以监视绿营、镇压人民、特

别是镇压汉族人民反抗为职责的旗兵,亦表示归顺革命而放弃抵抗。报载,镇江商会绅董于九月十五日

邀旗营各佐领开会商议,“各佐领谓,旗营全体咸愿归顺革军,以保卫生命财产云云。众皆赞成。”十六

日,该会绅董与丹徒城自治公所邀集本城满汉文武各官暨绅商学界在万寿宫开会聚议,“各界皆谓,事宜

从速,若再游移,全城身家生命必将不保。于是各官皆愿赞成,众人即拍掌大呼‘独立万岁’而散。商会

暨自治公所当即遍发传单,宣布独立”。晚间,各商铺皆高悬白旗,而旗营守城弁兵,亦一概撤去[7]360-361。
通州(民国元年改为南通县)是苏北的重要城镇。当地绅商学军各界对革命皆表同情与欢迎。当一

小队民军抵达通州港后,当地“军队大表同情,臂缠白布,高张‘光复大汉’白旗,排队至港迎接。协防中

队以及工商业、体操会、师范、中学、高等小学各学堂并法团职员,均全队出城欢迎。道旁夹观者,男妇老

幼约有万人。武(民)军过处,拍掌之声如雷,西门边(鞭)炮声不绝”。民众即推举民军首领许宏恩为军

政长,通州于是“光复”。记者对通州光复之夜作了如下描述:“斯时,正皓月当空,一清如洗,白旗飘扬,
欢声雷动。”[7]443-444通州光复后,在南京的通州学生返乡,即“仿上海学生军办法,组织一学生队”,准备北

伐,报名入队者颇为踊跃[7]469,表现出学生们的革命热情。
松江的情形与通州相似。由于官绅商学军警各界,对革命共表赞同,松江于是宣布独立。其独立之

日,“城门城墙以及各衙署、局、所皆高悬白旗。城内外商铺,竞相悬挂。及住户人家,无不触目白旗面面,
随风招展。第见‘光复’、‘兴汉’、‘大汉’、‘还我河山’、‘欢迎民军’、‘敬祝民国军万岁’等等字样大书特书

……市面交易如常,往来游观者络绎于道,欢声雷动,各界人等均袖缀白布”[7]363-364。《国民公报》也报道说:
松江宣布独立后,“市民均高悬红白色方旗,一新世界。旗上大书‘光复’字样:‘国民万岁’、‘恭祝光复’、
‘大汉民军亿万岁’。城内外居民咸扶老携幼,欢颜瞻仰”[7]463。人们同情、支持革命之情溢于言表。

如皋、海门等地民众“望光复之心甚切”。他们主动派代表至业已光复的通州面见司令长官。由司

令派出40余名敢死队分别到此二处后,即“宣布共和,一律光复”[7]469。
上海于九月十三日独立后,民众用各种方式支持革命:工人主动参军,愿充敢死队开赴前线作

战[7]405;个人及单位踊跃捐输助饷[7]418-419;学生组织北伐团,以“驱逐满虏,恢复神京”[7]457。
一位自海外归国者在“辛亥秋冬百日内”游三江(“吴、皖、赣三省,夙以三江称”)所写的笔记中记述

道:“自(辛亥)八月下旬以后,上海人民,无论为土著,为旅居,每怀一种特别心理,如闻民军胜利,则皆喜

不自胜;或闻官军胜利,则垂首丧气,默不出声。”[9]917上海民众仇满兴汉之情由此已可概见。
江苏民众对革命的态度如此,浙江的状况与此亦相仿佛。
浙江巡抚虽然拒绝了当地绅商宣告独立的劝告,但是军队和民众却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报载,当

部分民军攻入巡抚署后,“抚辕卫队及巡警、消防见势,均一律袖缀白布……其时,防营亦投顺归附。
……各商店一律悬挂白旗,极表欢迎,市面照常贸易”[7]335,337。

上海、苏州、杭州、镇江光复后,遂组织“苏浙沪镇联军”,克服张勋盘踞的南京,将其作为中华民国临

时政府的首都。
其他省份的民众对革命亦大表同情和支持。江西独立后出告示招募新兵三千,“应募者极为踊跃。

又洪江会头目彭木香率领部下健儿不下三千名投效,已得军政府允许”[7]423。据报道:广东独立前,其
“粤城长堤及西关、河南一带,均悬白旗,要求独立。老城新城铺户,均闭门罢市”。“云南省城亦有独立

之运动。军队、革党、官绅合为一气。”[7]323,324就是尚未独立的河南,民众亦纷纷以民军之名发动起义。
河南谘议局致北京内阁电称:“河南民气,夙称醇朴,起民军者已三十余处,官场诬为土匪,严行剿办而屡

仆屡起,民情可见。”[7]662

从以上罗列的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时的民众,其总的政治倾向是同情、支持革命

的。这一倾向非常重要。它不仅使革命军在各方面得到群众的支持,壮大了革命势力;而且,使清朝的

官弁兵丁慑于此种形势而归附革命。即便是一些顽固不化的官吏,在这种形势下也不敢公然与革命军

对抗。这就使革命的军队在很多地方能不费一兵,不折一矢,“传檄而定”。正是因为如此,辛亥革命迅

速取得了倾覆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又一次得到了印



证。对此,时人即有清醒认识。他们说,临时组织起来的民军,似是乌合之众,武器粗劣,又鲜训练,在一

些地方,其数量也大大少于清军。可是,结果是民军胜利了,革命胜利了,光复实现了。这是民心向背之

所致。参加过四川江津光复活动、后又任民国《江津县志》协修的夏风薰,在记述江津反正这段历史后的

“赞语”中说:“吾津偏隅僻处,素非用武之区。此次突起义军,俨然川中嚆失。积威罔畏,螳臂斯张,伟矣

抑危矣! 人不过佣工牧竖,器不过抬炮鸟枪,想各处大抵如斯。贸然成群,何能抵抗官军如摧枯拉朽?
乃人心瓦解,国势土崩,登高一呼,众山皆应。斩竿揭木,竟以亡秦。吁! 可畏哉!”[5]250那位游三江的归

国者,在《三江笔记·自序》中也说:“自武汉三镇,脱清绊羁,全国人心,皆思兴汉。于是万丈波涛,遂奋

勇而起”[9]。参加过光复重庆的向楚,在其纂修的《巴县志·叙录》中,对民众趋向革命的原因和结果作

了如下概括:“人民造国,始自辛亥。黄华埋血,路潮继起。疆吏残民,贪臣鬻贿。人心思汉,遂炳大义。
百川东之,狂澜一砥”[10]2870。民众像百川东流入海一样地趋向革命,终致肇造了中华民国。

得到民众的拥护对于任何政治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辛亥革命和其后的二次革命作一比

较,更能说明此点。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同样是在南方首举义旗宣布独立,同样是辛亥革命时那些

主要领导者,可是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个中原因甚多,而民众对此次革命态度冷

漠,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对此,左舜生在他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黄兴评传》中即有所论说:“自宋

案发生迄江西崛起,国民党意见即不一致,而各方形势散漫,呼应不灵,财政更无法调度;全国人民对袁

世凯仍有相当迷信,而心厌战争,视二次革命若无与己事,其精神与辛亥不同,比较后来的护国之役也完

全两样……不及两月,二次革命即归惨败”[11]。左氏在这里所说的败因,除国民党意见不一、财政困难

等等之外,还强调了人民对革命党讨伐的袁世凯迷信尚存,心厌战争,视二次革命为与己无关之事这一

因素。在辛亥革命时期,民众是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参与者;而在二次革命中却是旁观者、厌倦者。
谁能说这不是辛亥革命胜利、二次革命失败之一原由呢?

二、民众觉悟与辛亥革命的失败

民众对辛亥革命的同情、支持,是辛亥革命迅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样,民众觉悟水平甚低,对
辛亥革命也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质言之,辛亥革命的失败①,与民众的觉悟程度关系甚大。以对革命

目标的认识而言,无论是革命者、独立后的都督,还是老百姓,绝大多数都停留在“反满复汉”这一水平上。
以四川最早响应武昌起义而对川政影响甚大的重庆为例,在其独立的前一天,“城内有中华民国军

政府总司令处告示,略谓:‘本军起义,以兴汉排满、保教安民为宗旨,定期明日入城,人民当照常安业’等
语”[6]252。

江南独立各省军政府对革命目标的认识也大体如此,而其外夷内夏、种族主义思想则更加明显。
湖北军政府在《布告全国文》中说:“何物满奴,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竟履神皋。夫满奴者,非他,黑

水旧部,女真余孽,犬种兽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掳,盗我财物;继则羡我膏腴,眈我文绣,利我国土,
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入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

恐吓之计。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是所深望于十八行省父老

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8]436此处虽有“永久建立共和

政体”字样,从通篇内容看,乃点缀而已。在湖北都督黎元洪发给山东的檄文中,也毫不隐晦其夷夏之辨

的思想。檄文说:“降及明季,致失其纪,四方多故。三桂引贼入室,遂使黑水建夷,宰制我天下……呜

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清以毡毳遗孽,犬羊贱种,一旦临我华胄,心实内愧,故不惜极力摧残,以为

① 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学界尚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辛亥革命无所谓失败。它推翻了清廷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

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设立了议院,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再者,与英国等的革命相比,也并不逊色。所以说,辛亥革命取得了

胜利,而无所谓失败。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次革命有成功,有失败。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这是它的胜利。

但是,它没能真正实现其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从根本上讲,是失败了。如果与英国相比,革命前

的国情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争取独立,而英国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一前提是必须考虑的。

笔者持后一观点。



长治久安之计。三百年来,暴令苛政,罄竹难书……谁无天良,谁无廉耻,忍令锦绣河山,沦于夷狄,文明

贵胄,降在舆台,而不思扫除丑类,以雪国耻乎!”[8]503

湖南军政府的讨满檄文也充满了种族主义的意味:“皇天不福,降乱中邦。满奴以塞外贱种,藩溷神

皋,越二百六十九年。覆我宗社,乱我陵寝,戮我父母,臣妾我兄妹,丧昧人道,罔有天日。”[8]446

赣军都督在通饬各属文中亦是如此:“照得满洲入关以来,占住我土地,蹂躏我人民,攘夺我主权,莽
莽神州,沦为夷虏。……凡我汉人,父老子弟,诸姑姊妹,莫不切齿痛心,啣辱饮恨二百余年于兹矣!
……我汉人智虑大开,顾虑及此,鄂省首举义旗,光复武汉……克日直捣幽燕,犁庭扫穴。我江西古为豫

章之地,文章理学,代有其人,岂容胡虏腥膻,久污中原净土!”[7]429

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时所发檄文,也表现出同样的思想。檄文说:“夫外夷内夏,尼父所以垂箴。以胡

乱华,紫阳因而兴叹。维我中土,实号神皋。休休蒸氓,尽圣哲之胄。博博大地,称神明之都。方之五

洲,罕可并语。乃自朱明解纽,建虏称戈,率其犬羊,陵我都邑,遂致秦亡宝陇,汉委珠囊。犬戎乱而都

墟,麟洲漏而地缺。穿胸陷鼻,播裸俗于神州。玉匣珠襦,肆探丸于枯腊。……盖胡贼之肆虐于我中华

者,既二百六十余年……”[8]472

这些文告、檄文,反映出辛亥革命时种族主义思想在许多革命者的头脑中占着主导地位;而民众对

革命之拥护,除了“清政不纲”这一重要原因外,深深影响着他们心理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绝不能忽视的。
正因为如此,反满复汉最易为老百姓接受,也最能鼓动人心,争取到更多的人投到反抗清朝、支持革命的

阵营中来;而这种思想的消极作用在以后也会逐渐显露出来。
此外,民众中的帝王思想也若隐若现。报载,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31日),南京的民

众正在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准备庆祝时,“此间愚民,多误以为新皇帝驾临,有闭户不敢进者”[7]668。
时隔不久,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时报》又登出了一篇福建福安县以民军名义发布而传布四方的檄文。这

是一篇号召“识时务者”加入“民军”、效法起于草野的刘邦、朱元璋夺取帝位的文告。檄文曰:

  ……华国民军,为汉同胞脱离苦海,正满清政府将丧主权,臣庶离心,凡有英雄,皆思奋起。
……呜呼! 时不可再,机故难逢。将相王侯,非有真种。智能明哲,及早为谋。西汉成家,不过泗上

亭长;大明有国,只缘抄化贫僧。丈夫当举大名,壮士无忘乱世。既经发起,须表同情。或化家为

国,易侯为王,未可量也。爰书数语,广告同胞:有志观光,速来赞事,无须畏缩,曷复狐疑。若虑无

成,财命难保,真非识时务者也。[7]705

《时报》认为,此乃“纯属帝王思想之文章”,是当地土匪图谋不轨,伪托民军而发布的文告。其实,发
布文告者未必就是土匪,也未必知道“民军”为何物,而以为王侯将相,并非有种,乱世出英雄,孰知现在

揭竿而起者,非当今之汉高帝、明太祖乎! 联系到民国首都尚有“愚民”视大总统就位为新皇帝驾临的看

法,此檄反映出在“愚民”中确有以为这场革命是在改朝换代的思想。有这种思想的民众,对新建立的中

华民国怎么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呢?
至于对民权、共和、自由、平等,民众则更难理解其真义。
民国十七年出版的《涪陵县续修县志》,记述了该县独立时的一段往事:1911年10月20日涪陵独

立后,设立了以高亚衡为司令的军政府。后来蜀军政府成立,涪陵即取消军政府名义,但仍以高为司令,
统辖军民两政。“时,乡愚无知,误解平等自由以为无法无纪,抢劫捉榼之案,层见叠出,徐芝(时任司法

庭长)闻报,即派队拘案,随讯随结,一月戮五十余人,乡间粗定。”[12]

由张森楷总纂、刊于民国九年的《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在探究当时社会上“穷奢极欲,靡所底止”的
原因时,引用“广益粹论”之文而发议论道:“昔人因时图治,已急急于定经制,隆学校,严赏罚不已……今

则国以民称,父老子弟,一例视为同胞。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 经制无可言,学校无可言,赏罚无可言。
甚哉其惫也! 盖自西力东渐,挟其偏宕急激之学说以与之俱。吾国喜新厌故之学者,喜其学之足以猖狂

而自恣也,于是毁冠裂冕,剖斗折衡,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垂创者毅然毁弃而不之惜。言国体则高

语共和,言小己则醉心自由,邪说僻行,交乱中国,虽以法令之严,三令五申而不足以遏其流。夫吾国之

所以逊于欧西者,特其算术、制造形下之学焉耳。若夫尽性至命之奥,君臣父子之伦,所以搘天柱而立人

极者,固未尝或逊于彼。今不取彼之所独长以补吾之所不及,而转弃吾所固有以盲从之……哲学之自



由,政法之民权,乃嚣然争胜于社会之间,广益粹论,风俗由兹而大变”[13]。
辛亥革命时期的“乡愚”把自由理解为无法无纪;离辛亥革命爆发已近十年,在离重庆仅几十公里的

合川,由在晚清曾经办过实业、参加过保路运动的史学家主持修纂的合川县志,还赞同将民权、共和、自
由、平等视为“邪说僻行”,并认为这些“邪说”“交乱中国”,败坏了社会风俗,一般民众对民主、自由、民
权、共和认识水平之低则更可想见。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民众对革命的认识水平,经历过辛亥南北议和的张国淦,在其搜集整理的《辛亥

革命史料》的序中有这样的品评:“此次革命系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发生的:在北方者,犹是封建专制思

想,不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何事;在南方者,亦不完全了解革命真义所在,即响应各省,多半为民意所

鼓荡而已”[6]1。这种评论是近乎实际的。
一场改革或革命要想成功,须有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而参与改革或革命的民众之觉悟程度,对改革

或革命的成败关系绝非一般。梁启超从辛亥革命未能达其初衷论说了民众觉悟与政治活动成败的关

系:“革命(指辛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

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2]834换言之,民众尚未觉悟,对自由、
平等、民权、共和等了无所知或知之无多,用传统的旧的文化心理、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去实行新的民主

制度,是难以成功的。这正是辛亥革命不能取得完全胜利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笔者曾以“旧文化孕育出

的新都督”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对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表现出的矛盾和尴尬做

过分析,并得出过如下结论:一个人的文化思想对其政治态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革命浪潮腾涌之

际,受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支配的人,也可能被卷入革命洪流,为革命做一些有益之事。可是,当革命

需要发展,在艰难竭蹶中需要坚持和辨明方向时,他们就难以跟上前进的步伐了。良者落荒而逃,洁身

自好;劣者,或将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似乎可以说,这是被中世纪思想左右的人参加近代资产阶

级政治革命的必然归宿。由此,又给人们以如下启示:辛亥革命的失败,还应从人们文化思想的深层去

寻找原因[14]。此一观点,今天看来似亦无大谬。对个人如此,对“民众”这个群体,也应作如是观。如果

民众甚至多数革命的领导者或参与者,对革命的目标及民主、自由、民权、共和等的认识还处于前述的那

种状态,要想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何其难哉!
综上所论,辛亥革命能迅速取得倾覆清廷、革除专制的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民众觉悟到非倒清不

可而对反清革命给予同情和支持;其失败,与民众对革命真义的觉悟甚低亦关系重大。正如胡汉民在阐

述《民报》六大主义的文章中所说:“革命为就一时所为之事业,其举动与社会共之,故社会程度之高下,
与革命成绩之优劣为正比例。人故恒言:欲得伟人之铸其群,非得群之先铸伟人不可。”[15]故通过教育、
宣传,全面提高民众觉悟,对取得革命胜利,巩固革命成果,将起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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